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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essing Shanghai's Quest to Build a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 in the Era of
Great Change: Dual Perspectives on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and "Knowledge
Combination"
CAO Zhan, LI Zhuoxin, DAI Liang, PENG Zhenwei

Abstract: The Shanghai City Master Plan (2017—2035) has set forth the goal of

building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GSTIC). However,

since the Plan's approval, profound changes not seen in a century have been acceler‐

ating. Shanghai fac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realizing its GSTIC goal. Drawing on

data from globa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Shanghai's evolving char‐

acteristics in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landscape during this period

of great change by constructing models of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collabora‐

tion and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combination. The analysis yields several key

insights. Firstly, facing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Shanghai'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lthough gaps

still exist between the city and top-tier global S&T innovation centers. Secondly,

Shanghai's 'hinge' function has undergone structural adjustments, showing a marked

decrease in outdegree and a notable increase in indegree. Thirdly, Shanghai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n the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combination, demonstrating

stro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traditional realms of applied engineering while lag‐

ging behind in emerging frontier fields. Lastly,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S&T

innovation capacity exhibits both path dependency and path regeneration while con‐

fronting a risk of path lock-in.

Keywords: Shanghai; global innovative center; the great change; knowledge collabo‐

ration networks; knowledge combination networks

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第一动力，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竞争和战略

博弈的主战场[1]。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以往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的范式：

一方面，科技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的开放式合作，实现既有知识基础的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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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下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再审视：基于“知识合作”
与“知识组合”的双重视角*

曹 湛 李卓欣 戴 靓 彭震伟

提 要 《 上 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7—2035年）》提出建设“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的目标愿景。然而，自总规

批复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上

海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面临重大

挑战。利用全球科技论文数据构建“全

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知识组合网

络”，分析大变局时期上海在全球科创版

图中的演变特征。结果显示：面对外部

环境变化，上海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

的地位仍有显著提升，但与顶级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相比尚存在差距；上海“两

个扇面”功能发生结构性调整：外向度

显著降低，内向度显著提升；上海在全

球知识组合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在传

统工程应用领域具有显著比较优势，而

在新兴前沿基础领域发展相对滞后；上

海科技创新发展路径表现出“路径依赖”

和“路径更新”并存的特征，但也存在

“路径锁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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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2-3]；另一

方面，科技创新也越来越依赖于探索性

的跨领域交叉，不同前沿学科的交叉融

合不断催生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

不同先进技术的再构重组持续创造新的

未来场景和市场空间[4, 5]。换句话说，当

代科技创新的过程根植于两种不同类型

的网络：一种是由不同创新主体协同互

动形成的“知识合作网络”，另一种则是

由不同领域异质性知识以特定方式组合

形成的“知识组合网络”[6]。在激烈的全

球科技竞争中，占据知识合作网络核心

位置意味着对创新资源、信息渠道以及

关系资产有着较强的支配能力，占据知

识组合网络核心位置则意味着对知识组

合机会、领域交叉潜力有着较强的控制

能力。

城市是创新的孵化器，为创新提供

了必要的集聚经济、规模效应、环境保

障和政策支撑[7, 8]。打造“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成为各国主动参与新一轮科技革

命浪潮、推动国家竞争力提升和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抓手[9]。2015年，为适应全

球科技竞争和经济发展新趋势，面向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海市委、市政

府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拉开了上海

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帷幕。

2017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以下简称“上海2035总规”）

获国务院批复。上海2035总规提出上海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总目标，并拓

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

心功能增加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功

能[10-11]。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不仅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大任务和战

略使命，也是上海高质量发展向纵深迈

进、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向顶级全球

城市靠近的必由之路，更是我国向世界

科技强国挺进的重要支撑[12]。
然而，自上海正式明确建设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以来，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

发展环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

叠加，大国博弈显著加剧，国际政治经

济格局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抬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

威胁，全球化遭遇逆流，经济复苏动力

疲软[13]。2018年，美国对华单方面挑起

“贸易战”，企图遏制中国国际地位的快

速崛起，中美经贸摩擦急剧升温。随后，

美国对华遏制迅速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

技创新领域，通过行政管制、司法诉讼、

外交施压和拉拢联盟等多种手段，全方

位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单方面切断跨国

科技合作，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之间的

“科技脱钩”趋势加剧，在部分关键科技

领域被“卡脖子”。2022年5月，《自然》

杂志发表了有关中美科技合作的相关报

导，指出在中美“科技脱钩”的影响下，

2019—2021年中美科研合作总量呈现

“断崖式”下降①。上海作为国家建设科

技强国的重要战略支点，首先受到内外

环境深刻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在毫不

动摇地坚持上海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目标的同时，有必要深入剖析大变

局时期上海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的演

化动态和发展趋势，这对于准确研判上

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策略实施效

果、审时度势地调整策略部署至关重要。

有鉴于此，本研究从科学研究维度

出发，利用科睿唯安（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高被引论文数据、以全

球 700个主要城市为对象，构建“全球

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知识组合网

络”，从知识合作与知识组合两个维度分

析大变局时期（2017—2022年）上海在

全球科创版图中的地位演变特征，并对

标顶级科技创新中心剖析当前挑战与未

来趋势，助力上海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

1 理论综述

1.1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外延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概念最早起

源于科学史研究，用于指代那些在人类

文明发展历史中点燃科技爆炸引线、掀

起科技变革浪潮的国家[14]。1980年代以

来，一些经济地理学者注意到，前沿科

学和关键技术往往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极

少数城市，这些城市是驱动国家经济发

展、加剧世界格局分化的主要动力[15]。
其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讨论与研究

从国家层面下移至城市层面，在内涵界

定、评价体系和国际比较等方面涌现了

较多成果，对国家和城市创新政策的制

定产生了广泛影响[16]。

在内涵界定方面：杜德斌等[16]认为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创新资源集中、

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引领世界科技-产
业范式变革，并在全球科创版图中占据

支配地位的城市；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

有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两个基本功能、

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两个派生功能，在

全球科创版图中表现出功能支配性、结

构层次性、空间集聚性、产业高端性和

文化包容性[9, 17]。在评价体系和国际比较

方面，相关成果主要出自智库组织或商

业咨询机构，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
novation Index） ”， 澳 大 利 亚 智 库

“2thinknow”发布的“城市创新指数

（Innovation City Index）”，清华大学发布

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以及华东

师范大学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

展指数”。这些研究对明确全球科技创新

中心的内涵、跟踪全球科创版图演变的

地理过程、国家和城市制定科技创新政

策有重要参考价值。

以上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的资源要素

禀赋、环境制度支撑和科技知识产量，

大体可视为基于“投入-产出”线性逻辑

的研究和评价范式，虽然在这一范式下

提炼的维度指标对相关政策制定和投放

来说比较易于找到行动抓手，但它们仅

仅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当代科技创新的复杂性

和非线性特征。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科技

爆炸时代，任何前沿或尖端科技都不可

避免地会在未来某一时刻过时并被淘

汰[18-19]。因此，对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内涵的深入解析，可以突破“投入-产
出”的基本逻辑，以当代科技创新范式

的变化与趋势为出发点进行延伸讨论。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当代科技创新最突

出的两个特点是大规模的开放式合作以

及跨领域知识交叉。因此，对于全球科

技创新中心城市而言，除了资源禀赋和

制度支撑外，嵌入全球知识合作网络、

占据网络核心位置也是不断获取新知识、

避免路径锁定的有效途径[20]。同时，除

了关注知识产量，更需要关注知识产出

的方式，相比同一领域同质性知识组合

形成的渐进式创新，不同领域异质性知

识组合形成的突破式创新更为关键[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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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双重网络视角：“知识合作网络”

与“知识组合网络”

“知识合作网络”研究强调开放互动

和外部资源对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代科技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复

杂性、更深更广的学科交叉性以及更显

著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也因此愈来愈

依赖建立多尺度、多维度的合作网络[2]。
城市本地技术基础的资源是有限的，积

极参与跨边界的创新合作、形成协同网

络是维持和提升创新竞争力、避免路径

依赖和技术锁定的必然选择[22]。通过建

立和接入外部合作网络，城市可以获得

外部新知识、新信息，实现自我更新和

优化调整[20]，开放式创新的策略也因此

受到极大推崇[23]。在实证研究方面：Mat⁃
thiessen等[24]利用WoS数据研究了全球城

市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等级层次

和演化过程，但他们聚焦的样本以欧美

城市为主，难以全面描绘全球科创版图

和新型经济体城市的快速增长；桂钦昌

等[25]利用WoS数据建构并分析了全球900
多个城市的科研合作网络，进一步探讨

了多维邻近性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作用，

但未展开历时性分析；曹湛等[3]利用WoS
数据分析了 2006—2018年全球 500多个

城市的科研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并着重

分析了中国城市的崛起之路。

“知识组合网络”研究强调知识演化

的内生动力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决定作用。

新知识的诞生来自已有知识的组合再

构[26]。例如，2021年，由DeepMind开发

的AlphaFold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预测出超

过100万个物种的2.14亿个蛋白质结构，

几乎涵盖了地球上所有已知蛋白质，实

现了人类在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史无前

例的巨大进步。这一创新突破来源于人

工智能领域相关知识与结构生物学领域

相关知识的交叉融合，这一过程也可以

视作不同知识组合再构形成知识组合网

络的过程。知识网络的形成并非随机，

不同知识能否构成有价值、有意义的组

合关系并形成有效创新不仅取决于创新

主体对其的理解、吸收和运用，也取决

于这些知识之间客观的内在自组织逻

辑[27]。由于创新主体的有限理性、局部

搜索特性以及知识组合的不确定性，知

识的组合与再构往往局限于在城市中成

熟的科技领域间展开[28]。也就是说，知

识组合能否成功取决于不同知识之间的

关联性（relatedness），较高的关联性说

明城市中的创新主体对这些不同知识有

相似的认知基础，相关行业对这些不同

知识的利用和处理有类似的基础设施和

管理手段[29]。这一规律被经济地理学者

们称为“关联法则”[30]。关联法则从微

观层面解释了知识组合网络形成与演化

的动力机制，其直接结果是城市创新表

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城市新知

识的产生受到其已有知识基础的约束[29]。
然而，不同知识之间存在异质性，

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知识，即使它们与

城市既有知识存在较高的关联性，也很

难被所有城市熟练掌握和自由组合。例

如，2022年，《科学》杂志所评选的十大

科学突破中有一项是中国科学家针对多

年生杂交水稻的深入研究和突破创新②。
虽然全球许多国家和地方掌握与水稻种

植生产相关联的知识，但是研发和培育

高质量、高产量，以及具有特异性的杂

交水稻却有着极高难度，对知识积累、

科学设备和科学人才有着极高要求，往

往只被少数国家和地方掌握。换句话说，

决定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是那些高度

复杂的前沿知识，但它们往往很难被复

制和模仿，仅被少数城市掌握[31]。虽然

钻研和开发这类复杂知识存在极高难度，

但也有着较高收益[32]。
因此，在知识关联性维度的基础上

叠加知识复杂性维度，可以构建出一个

解释和研判城市知识组合机会和创新发

展路径的分析框架[33]。如图1所示，X轴

为城市所拥有知识的关联性，Y轴为城

市所拥有知识的复杂性：右上象限表明

城市所拥有的知识能带来较高的回报

（高复杂性），且与本地知识库高度相关、

重组和利用风险较低（高关联性）；右下

象限表明城市所拥有的知识回报较低

（低复杂性），重组和利用的风险也较低

（高关联性），但存在陷入路径依赖的可

能；左上象限表明城市所拥有的知识虽

然能带来较高回报（高复杂性），但与本

地知识库相关度较低，需要大量投入且

存在失败的风险（低关联性）；左下象限

表明城市所拥有的知识不仅回报较低

（低复杂性），而且重组和利用的风险较

高（低关联性），容易形成路径锁定。

2 数据与方法

科技论文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产出形

式。本研究利用科睿唯安ESI高被引论文

数据③，参考GaWC系列研究选取全球范

围内700个主要城市④，利用论文中研究

机构的地址共现信息以及论文所属学科

领域的共现信息，构建“全球知识合作

网络”与“全球知识组合网络”。习近平

总书记于2017年末做出“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重要判断，美国于2018年初对

华全面启动“贸易战”和“科技战”。本

研究以2018年为大变局前后时期的分水

岭，并考虑到研究过程与论文发表间存

在“时间滞后”，选取 2015—2017年和

2020—2022年两个时间窗口，对原始数

据进行加总处理，对比分析大变局前后

上海在全球科创版图中的变化特征。

2.1 全球知识合作网络构建与分析

首先，从WoS数据库批量获取高被

引论文数据，将每篇论文研究机构的地

址信息汇总至城市尺度，并筛选出包含2
个及以上不同城市的论文。然后，构建

城市科技合作联系矩阵：若一篇合作科

技论文的研究机构位于 n个不同城市，

那么该论文中有 n×(n-1)/2次跨城合作，

任意两城市间的合作连接强度为1。将所

有合作论文汇总叠加，即可构建城市间

的知识合作网络。城市在网络中的连接

度即为其在研究时段中所有跨城合作连

接的总和，连接度越高，在网络中拥有

的资源控制和溢出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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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知识组合机会与创新发展路径分析框
架

Fig.1 Th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knowledge syn⁃
thesis opportunities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ths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4]改绘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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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节点 （城市个体） 与边

（城市对）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对于节点

维度，为了便于城市间横向比较，将网

络连接度百分制处理（与最大网络连接

度的比值）。为了考察历时性变化，借鉴

Derudder等[34]和曹湛等[3]的方法，采用

“标准化连接度变化”，以下简称“标准

化变化”）指标，具体计算方法不再赘

述。运用该方法，重点观察研究时段内

上海与国内外其他城市间的合作连接度

变化，判断上海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

连接重心的变化情况。

2.2 全球知识组合网络构建与分析

知识组合网络的构建利用WoS论文

数据中的学科分类信息。WoS为收录的

所有学术期刊和专著制定了一套学科分

类标准，涵盖 254个学科类别，一篇论

文被收录时会依据此标准划分至一个或

多个学科领域⑤。本研究中，若一篇论文

被同时划分至不同学科领域，则认为该

研究成果涉及不同学科领域的异质性知

识组合、形成了知识组合网络。上文已

经指出，关联性是驱动知识组合网络形

成与演化的主要动力，通过计算不同知

识间的关联性，可以确定网络中边的权

重，并进一步构建知识网络。本研究主

要聚焦自然科学、不考虑人文艺术与社

会科学，最终将 194个学科领域纳入计

算分析。具体操作借鉴Hidalgo等[35]所提

出的最小共现概率法，识别每个城市具

有显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学科知识，并构建城市—

知识二模0-1矩阵[35]：

RCAc,i =
paperc,i ∑

i
paper c,i

∑
c
paperc,i ∑

c
∑
i
paperc,i (1)

Mc,i = ì
í
î

1,RCAc,i ≥ 1
0,RCAc,i < 1 (2)

式中，Paperc,i为城市 c在学科领域 i
发表的论文数量。将所有RCA计算结果

二值化，并构建城市相对比较优势技术

矩阵Mc,i。然后，基于两种不同领域在同

一城市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最小条件概

率，计算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关联性

Φi,j，以Φi,j为权重边，科学领域为节点，

即可构建知识组合网络：

ϕi,j = min{ }P ( )RCAc,iRCAc,j ,P ( )RCAc,jRCAc,i (3)
为了比较不同城市在知识组合网络

中的结构异质性，并将其置于图 1的分

析框架中考察城市所拥有知识的组合机

会和发展模式，还需进一步计算知识的

关联密度和复杂度。知识关联密度主要

用于测度城市中某一知识与该城市整体

知识结构的关联程度。本研究采用Bal⁃
land等[33]提出的关联密度计算方法，主要

聚焦城市中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知识：

RDc,i =
∑
j ∈ c,j ≠ i

ϕi,j × Mc,j

∑
j ≠ i
ϕi,j

× 100 (4)
式中，RDc,i为城市中知识 i的关联密

度，Φi,j为知识 i和知识 j间的关联性 ，

Mc,j代表城市c的技术 i是否具有相对比较

优势。

Hidalgo等[32]开创性地提出了基于特

征向量矩阵迭代的复杂度算法，其核心

假设是复杂度高的产品或技术只被少数

地区拥有，而复杂度低的产品或技术可

以被大多数地区拥有。Tacchella等[36]对
该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基于非线性迭

代的复杂度算法，本项目采用 Tacchella
等的方法计算城市的技术复杂度，表达

式如下：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KCI ( )n
c =∑

i
Mc,iKCI( )n - 1

i

~KCI ( )n
i = 1

∑
c
Mc,i

1
KCI( )n - 1

c

→

ì

í

î

ï

ï
ï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KCI( n )c =
~KCI ( )n

c

~KCI ( n )c c

KCI( n )i =
~KCI ( )n

i

~KCI ( )n
i i

(5)

式中，设定城市技术复杂度初始值
~KCI (0)c = 1，某一技术领域的复杂度初始

值
~KCI (0)i = 1。Mc,j代表是否城市 c的技术

i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每次迭代完成后，

对
~KCI (n )c 和

~KCI (n )i 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

KCI(n )c 和 KCI(n )i 。KCI(n )c 和 KCI(n )i 分别为 n
次迭代后城市和技术的复杂度。

3 研究结果

3.1 大变局下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

的上海

3.1.1 上海连接度变化特征

表 1为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连接

度排名前30位的城市。其中欧美城市始

终具有明显的“垄断”地位，数量明显

高于其他区域的城市。对上海而言，其

排名在研究时段内由第28位提升至第11

位，连接度增长率达 55.7%。上海虽与

伦敦、纽约、波士顿等全球顶级创新中

心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但这种差距呈现

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在研究期限内，上

海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明显

提升，从 2016年的 1049亿元上升至

2022年的1875亿元，其占GDP比重也从

3.95%升至 4.2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上海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快速提

表1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连接度排名
前30的城市
Tab.1 The 30 most connected cities in the global net⁃
work of interurban knowledge collaboration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城市

波士顿

纽约

伦敦

北京

巴黎

巴塞罗那

多伦多

西雅图

马德里

巴尔的摩

首尔

罗马

芝加哥

米兰

海德尔堡

休斯敦

墨尔本

柏林

哥本哈根

斯德哥
尔摩

费城

东京

悉尼

莫斯科

阿姆斯
特丹

罗彻斯特

亚特兰大

上海

旧金山

华盛顿

相对连接
度（2015—
2017年）

100.00
87.57
83.79
73.03
70.59
62.13
60.95
60.55
58.97
54.60
51.82
50.62
50.02
49.49
49.41
48.24
46.90
46.86
46.43
45.97
45.82
45.62
45.24
44.90
44.27
42.54
42.43
41.18
41.12
40.92

城市

伦敦

波士顿

北京

纽约

巴黎

巴塞罗那

多伦多

米兰

西雅图

马德里

上海

阿姆斯
特丹

巴尔的摩

墨尔本

芝加哥

休斯敦

悉尼

费城

罗马

首尔

香港

东京

柏林

旧金山

罗彻斯特

亚特兰大

斯德哥
尔摩

莫斯科

武汉

蒙特利尔

相对连接
度（2020—
2022年）

100.00
98.11
97.83
96.98
68.60
66.35
60.58
59.95
57.00
56.44
54.27
52.21
51.86
51.72
50.81
49.66
49.55
49.21
49.13
48.56
46.71
44.89
42.94
41.89
41.86
40.94
39.82
39.76
38.53
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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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科技合同成交数量从2017年的11 837
项增长至2022年的27 241项，成交总额

也从 50亿元增长至 151亿元。在顶尖人

才方面，根据“自然指数”高水平科学

家数据统计，2021年上海所拥有高水平

科学家数量为11 215人，位列全球20个
主要城市的第 2位（仅次于北京，高于

伦敦和纽约）⑥。在重大科学装置方面，

上海正在构建以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装置为引领，以上海光源等 7个光子科

学大设施为基础，其他领域设施为支撑

的“1+7+X”大科学装置体系，形成了

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服务功

能最强的大科学设施集群。以上说明，

自2017年明确“卓越的全球城市”目标

愿景以来，虽然身处大变局背景之下、

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之中，上

海仍有效地融入了全球知识合作网络，

连接度显著提升，研发投入和产出力度

不断增强，科技人才与科学装备不断优

化，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是，在国家

范围内，上海与北京相比仍旧有不小差

距。

3.1.2 上海连接向度变化特征

图2为根据上海等全球城市的国内、

国际知识合作量占总合作量比重绘制的

内向度与外向度对比柱状图。将两时间

窗口相比，上海外向集聚度明显降低、

内向辐射度显著升高，其“两个扇面”

作用在大变局时期发生了明显改变。北

京有着与上海相似的变化趋势。相比较

而言，伦敦⑦与纽约的内、外向度未发生

显著改变，说明“科技脱钩”对它们合

作连接的空间向度影响不显著，也说明

中国作为其合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替

代的。

表 2为两个时间段内与上海跨城合

作强度排名前20位的国内外城市的合作

强度标准化变化值。计算逻辑如下：首

先选取2015—2017年和2020—2022年中

与上海跨城联系强度排名前20位的国内

外城市，进行并集处理，由此得到24个
中国城市与30个外国城市。然后，采用

曹湛等[3]的方法，计算两个时段内这些城

市与上海跨城合作强度的标准化变化值。

若标准化变化值为正，说明跨城合作强

度的增长超出总体预期；若标准化变化

值接近0，则说明跨城合作强度的变化与

总体预期趋于一致；若标准化变化值为

负，说明跨城合作强度的增长速率低于

总体预期。从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

受中美“科技脱钩”影响，上海跨国知

识合作重心从北美向欧洲转移。另一方

面，上海在国内的知识合作腹地不断拓

宽，逐渐向西部、北部和西南地区延伸。

总的来说，上海虽然在全球知识合作网

络中的连接向度受到中美“科技脱钩”

的深刻影响，但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展现

出较高的韧性水平和内生动力，合作连

接度总体稳中有升，合作重心从北美转

向欧洲、从国外转向国内。

3.2 大变局下全球“知识组合网络”中

的上海

3.2.1 上海关联性与复杂性变化特征

图 3为根据知识关联性计算结果绘

制的全球知识组合网络。图中边为不同

学科领域之间的关联性，根据公式（3）

图2 上海、北京、伦敦、纽约的内向度与外向度
Fig.2 Inward degree and outward degree of Shanghai, Beijing, London, and New York

表2 两个时段内与上海跨城合作强度排名
前20城市的合作强度标准化变化值
Tab.2 Changes in standardized network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20 most connected Chinese/foreign cities
and Shanghai during the two periods

中国
城市

天津

西安

南京

徐州

广州

桂林

哈尔
滨

南通

青岛

南京

长春

武汉

济南

合肥

福州

香港

成都

苏州

深圳

北京

重庆

郑州

杭州

长沙

—

—

—

—

—

—

与上海合作
强度的标准化

变化值

2.43
2.06
0.86
0.85
0.75
0.70
0.65
0.64
0.50
0.46
0.07
-0.34
-0.50
-0.56
-0.57
-0.58
-0.62
-0.64
-0.68
-0.70
-0.97
-1.12
-1.20
-1.51
—

—

—

—

—

—

外国
城市

柏林

赫尔
辛基

诺丁汉

圣路易
斯

新西伯
利亚

图森

伦敦

鹿特丹

华盛顿

纽约

都灵

海德堡

芝加哥

那不勒
斯

费城

莫斯科

休斯敦

巴尔的
摩

蒙特利
尔

米兰

斯德哥
尔摩

慕尼黑

罗马

马德里

巴黎

阿姆斯
特丹

巴塞罗
那

西雅图

多伦多

波士顿

与上海的合作
强度的标准化

变化值

1.98
1.63
1.56
1.41
1.32
1.17
0.96
0.84
0.60
0.56
0.39
-0.07
-0.10
-0.15
-0.16
-0.30
-0.39
-0.43
-0.48
-0.57
-0.67
-0.72
-0.72
-0.74
-0.77
-0.78
-0.81
-1.09
-1.32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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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为便于可视化表达，仅保留

关联性大于0.4的知识组合联系。图中节

点代表不同的WoS科学领域，节点颜色

代表该科学领域所属的 ESI学科分类⑧，
节点大小代表在该学科领域高被引论文

发表总数。总体来看，全球知识组合网

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

包含两个紧密关联的知识核心（图中红

色虚线框所示）：其一是以临床医学、分

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等构成的新

兴前沿基础科学核心；其二是以工程科

学、材料科学、化学等构成的传统工程

应用科学核心。这两个核心内部存在密

集的学科交叉和异质性知识组合。对比

两个时段，可以发现全球知识组合网络

的密度和关联性强度显著提升，网络密

度 从 2015—2017 年 的 0.057 上 升 至

2020—2022年的0.105，不同领域知识间

的平均关联性强度从 2015—2017年的

0.46上升至 2020—2022年的 0.47，这说

明全球知识组合与学科交叉的广度与深

度不断增强。

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两

个时段内上海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学科的

变化，结果显示，上海具有比较优势的

学科2015—2017年有57个，2020—2022
年增加至 65个。以图 3为基底，叠加上

海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可以得到如图4
所示的上海知识组合网络，主要用于考

察不同城市的优势学科在全球知识组合

网络中的位置特征，以此反映不同城市

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异质性。从图 4不难

看出，2015—2017年上海优势学科领域

主要集中在传统工程应用科学核心，包

括材料科学（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跨

学科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电气与电子工程、能源与燃

料工程）、物理学 （应用物理、光学物

理、凝聚态物理）和计算机科学（信息

系统、人工智能、软件工程等）。2020—
2022年，共有 38个优势学科维持稳定，

19个优势学科退出，27个优势学科进

入。其中，维持稳定的优势学科主要集

中在化学、工程机械、材料科学、物理

学的部分领域，退出的优势学科主要集

中在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和数学的部分

领域，进入的优势学科主要集中在生命

科学、化学、工程机械、材料科学的部

分领域。总体来看，上海知识结构的发

展模式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与

“路径更新”并存特征，在传统工程应用

领域不断深化的同时，也不断发生更迭

演替；除此之外，上海也存在局部的

“路径突破”趋势，在分子生物与遗传

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等新兴前沿领域

逐渐出现部分比较优势。

图 4为其他顶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伦敦和纽约）的比较优势学科在

全球知识组合网络中的分布特征。北京

与上海的优势学科分布与知识组合模式

比较相似，均集中在传统工程应用领域。

伦敦和纽约的优势学科在全球知识组合

网络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分布特征，它

们更加专精于生命科学，包括临床医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精神病学与心理

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这类基础前沿科学。这一结果与

Miao等[37]的研究发现一致，科技创新在

全球范围的非均衡分布与不同地区的社

会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要素和地缘

历史演进紧密相关。中国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为国家国防

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举国科技体制，尤

其强调以科技发展驱动国家从农业大国

向工业大国转型的战略路线，长期的政

策推动使得中国在工程、材料和化工等

科学领域逐步建立起了比较优势。英国、

美国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中叶起就已进

入后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和传统制造

业在这些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的比重构成

不断下降，开创并引领了以系统生物学

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表3为复杂性排名前10和后10位的

城市，根据公式（5）计算得出。对比两

个时间窗口，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许多城

市的复杂性快速攀升，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它们普遍在计算机、化学、物理等工

程应用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且这些领域

在研究所涵盖的城市样本中更多地集中

于中国城市，总体上表现出较高的空间

专属性，因此在复杂性计算结果上也呈

现出较高的排名。2015—2017年，上海

复杂性为1.53，排名第4位；2020—2022
年，上海复杂性增长到 1.88，但下降至

第12位。这一结果需要辨证地解读，上

海排名降低并不完全说明上海的科技创

新水平下降，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

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多样性有所增强，

在一些复杂性相对偏低的领域有新的突

破，以至于其总体复杂性有所降低。反

过来，对于成都、武汉、杭州等复杂性

快速上升的中国城市而言，计算机、化

学、物理和工程等传统应用领域的比较

优势不断增强也未必一定是好事，这样

一种专业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使城市科技

创新的“路径依赖”持续强化并产生陷

入“路径锁定”的风险。

3.2.2 上海知识组合机会与发展路径的

变化特征

图 5为上海、北京、纽约、伦敦的

知识组合机会与创新发展路径。其中：X
轴为城市比较优势学科的关联密度，反

映该学科与该城市其他所有优势学科之

间的关联性，根据公式（4）计算得出；

Y轴为城市所拥有比较优势学科复杂性

的均值，根据公式 （5） 计算得出。图

（5）中点大小表示城市在不同学科领域

发表论文总量。基于图 1所示的分析框

架，通过观察不难发现，上海、北京在

右上象限拥有较多的优势知识，且主要

为计算机、化学、物理和工程等传统应

图3 全球知识组合网络的总体结构
Fig.3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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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的学科，说明上海、北京的知识

组合模式与发展路径属于“高收益、低

风险”类型，但这种低风险发展模式很

容易强化“路径依赖”，也存在“路径锁

定”的可能。同时，上海、北京在左上

象限的优势学科（“高收益、高风险”）

不多，说明与伦敦和纽约相比，上海在

把握“路径突破”的机会和挖掘新优势

学科的潜力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对比两

个时间窗口不难看出，2015—2017年上

海在左上象限中有少量的优势学科分布，

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而到

2020—2022年，左上象限中的优势学科

已不存在。通过进一步数据分析可知，

在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领域，上海虽然

合作总量增加，从2015—2017年的4295
次合作增长至2020—2022年的5256次合

作，但增量主要来自上海与中国城市之

间的内部合作；反观对外合作，上海与

欧美城市的合作量呈现下降趋势，从

2015—2017 年 的 1837 次 合 作 降 低 至

2020—2022年的1677次合作。在“科技

脱钩”前，中国与欧美在该领域的合作

总量逐年递增，近年来这一增长势头呈

现出下降趋势，导致上海在该领域科技

论文产出的潜在增长空间在一定程度上

被压缩。这进一步说明中美“科技脱钩”

对上海在基础前沿领域的创新探索产生

了较大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赋予上海的重大任务和战略使命，是

上海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

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

自2017年上海2035总规明确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来，上海面

临创新发展范式更迭冲击以及内外部风

险挑战剧增的形势。在此背景下，本文

利用2015—2017年和2020—2022年的高

被引科研论文数据，从“全球知识合作

网络”与“全球知识组合网络”两个维

度考察了大变局时期上海在全球科技创

新版图中的演化动态和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①面对外部环境变化，

上海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的地位显著

提升，但与顶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伦

敦、纽约和波士顿等）仍有不小的差距；

此外，在国家范围内，上海与北京的差

距仍旧显著。②在中美“科技脱钩”愈

演愈烈的趋势下，上海在全球知识合作

网络中的空间连接向度受到较大影响，

但也表现出相当的韧性。上海作为对外

承接知识溢出和对内策动知识辐射的

“两个扇面”功能发生结构性调整：外向

集聚度显著降低，而内向辐射度显著提

升。同时，上海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中

的连接重心从北美向欧洲转移，在国家

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连接重心从东部向北

部、西部拓展。③上海在全球知识组合

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且在计算机、化

学、物理和工程等传统应用领域具有显

著比较优势，同时在生命科学、分子遗

图4 上海、北京、伦敦和纽约比较优势学科在全球知识组合网络中的分布特征
Fig.4 Disciplina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Shanghai, Beijing, London, and New York within the global network of

knowledge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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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领域有部分突破。④上海的创新发展

路径表现为“高收益、低风险”模式，

在传统应用领域呈现出“路径依赖”和

“路径更新”并存的发展特征，但也存在

“路径锁定”的风险；同时，受中美“科

技脱钩”影响，上海在新兴基础领域的

“路径突破”相对滞后，仍存在较大的探

索空间。

4.2 延伸讨论

笔者曾在《崛起的全球创新中心：

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中的

演化特征》一文中分析了 2002—2006年
和 2014—2018年全球城市科研合作网络

的演进过程，重点剖析了中国城市在网

络中整体崛起的发展趋势，也对中国城

市能否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维持和提

升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的地位提出了

担忧。通过本文对大变局时期全球科创

版图和上海发展路径的跟踪研究，可以

明确的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对上海

在全球科创版图中的进一步崛起并未产

生破坏性的影响，但对上海“两个扇面”

功能结构、知识组合机会和创新发展路

径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虽然“科技脱钩”

的结果只能是双输，但从目前趋势导向

来看，在美国政府真正清醒地认识到脱

钩将给美国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之前，

脱钩的步伐不会停止[38]。从针对知识合

作网络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上海乃至

中国其他城市在网络中的地位在外部环

境影响下仍旧快速提升，说明经过多年

的积累，中国科技创新实力已经实现长

足发展，且具备相当的抗外部扰动韧性，

美国及其盟国的封锁和围堵对中国自主

创新体系发展和关键核心科技突破的遏

制作用是有限的。即便如此，也需要认

识到上海与其他顶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尚存在明显差距，更需要认识到在国家

科技创新版图中，北京一支独大的格局

短期难以被撼动。上海应立足区域，以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G60科创走

廊”建设为切实抓手，进一步发挥国际

化对外开放优势，深化科技创新多维合

作，充分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核心

城市引领作用，加强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国内国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国内大循环中心节点

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的作用，助

力上海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

同时，从针对知识组合网络的研究

结果可以看出，上海科技创新发展模式

仍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和“路径锁

定”的风险。上海与伦敦、纽约的科技

发展路径截然不同，上海在传统工程应

用领域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而伦敦、纽

约在新兴前沿领域具有领先地位。这一

差异明显的发展路径对比至少有两点可

能的启示：一方面，上海有必要将科技

创新的发展重心从传统应用领域逐步转

向新兴基础领域，进一步强化在生命科

学、生物医药的引导和投入，坚持自由

探索和战略需求牵引并重，充分发挥新

兴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和引

领作用，瞄准全球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

核心技术重大科学问题，强化重点领域

部署，形成新兴基础领域的后发优势。

另一方面，在“科技脱钩”趋势下，上

海乃至中国与欧美科技强国在优势领域

和发展路径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

作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对等博

弈”格局[38]。也就是说，对于上海乃至

中国其他城市而言，当前既没有能力也

没有必要在所有科技领域刻意追求核心

科技的全面突破和自主可控，而是需要

在“脱钩”背景下的全球创新链中寻求

“自主可控”和“对外开放”的权衡，在

努力破解短板领域“卡脖子”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长板领域“执牛耳”的优势，

提升中国与欧美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相

互依赖关系，扩大经济利益的交集和共

生关系。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和局限：其一，

科技创新不仅包括科学研究，也包括技

术研发。专利是技术研发的主要成果形

式，未来可以利用合作专利数据开展全

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相关研究，探讨

上海在全球技术合作网络中的演变特征。

但需要注意专利申请与授权的过程与科

研论文发表有显著差别，不同国家的专

利申请和审查体系存在许多差异，跨国

申请专利只是少数头部创新主体的游戏。

其二，在针对全球知识组合网络的研究

中，由于所选城市样本大多为国家首都

城市
（前10位）

城市
（后10位）

悉尼

香港

北京

上海

布里斯班

南京

蒙特利尔

武汉

广州

新加坡

阿雷格里港

利物浦

基辅

利马

马尼拉

斋浦尔

德班

亚的斯亚贝巴

库埃纳瓦卡

第比利斯

复杂性
（2015—2017年）

1.74
1.66
1.58
1.53
1.52
1.52
1.48
1.46
1.43
1.43
0.50
0.49
0.43
0.42
0.41
0.39
0.38
0.33
0.29
0.25

城市

成都

北京

武汉

杭州

南京

西安

首尔

长沙

广州

香港

日内瓦

巴塞尔

鹿特丹

马赛

罗切斯特

伯明翰

纳什维尔

开普敦

达拉斯

休斯敦

复杂性
（2020—2022年）

2.56
2.42
2.42
2.38
2.36
2.34
2.27
2.23
2.04
2.02
0.52
0.52
0.5
0.47
0.47
0.41
0.39
0.37
0.35
0.33

表3 全球复杂性排名前10位与后10位的城市
Tab.4 The top 10 and bottom 10 cities in terms of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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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其创新能力在其

所在的国家创新体系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代表着国家创新的最高水平，因此其创

新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同质化现象，与

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研究结果可能存在

较大差异，未来需要深入展开更深入的

对比研究。 其三，本研究从“知识合

作”与“知识组合”两个维度分析大变

局时期上海在全球科创版图中的地位演

变特征，侧重于网络结构的分析和描述。

未来可以更多地关注知识合作网络与知

识组合网络的交互效应，分析二者对城

市创新绩效的共同影响；也可以关注知

识合作网络与知识组合网络的耦合关系，

分析二者在协同演化过程中的关联机制。

2023年 7月以来，同济大学彭震伟

教授和钮心毅教授牵头开展了《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实施

第三方评估工作，本研究在此工作背景

下进行。感谢彭震伟教授和钮心毅教授

对本研究关键结论提炼和政策启示总结

的宝贵意见。尤其感谢钮教授的鼓励，

本研究才得以成文。感谢两位匿名审稿

人的宝贵意见。此外，还要感谢刘政、

霍逸欣两位研究生在数据搜集方面的辛

苦付出。

注释

① https://www. nature. com/articles/d41586-

022-01492-7。

② https://www. science. org/content/article/

breakthrough-2022。

③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是目前

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

构、国家或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

重要评价指标工具之一。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为同一年同一个学

科中被引次数排在前1% 的论文。

④ 本研究参照 GaWC 世界城市网络的系列

研究，选取全球范围内 700 个主要城市

（其中包含121个中国主要城市）。

⑤ https://images. webofknowledge. com/im‐

ages/help/WOS/hp_subject_category_

terms_tasca.html。

⑥ 数据以及排名来源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发布的《2022“理想之城”全球高水平科

学家分析报告》。

⑦ 全球城市列表中英国城市数量较少，伦敦

空间向度计算结果偏低可能受此影响。

⑧ WoS 学科分类体系中共有 254 个学科类

别，排除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类

别，本研究共涉及194个自然科学领域。

为了便于分类化、可视化表达，将194个

WoS学科分类按照22个ESI学科分类中类

进行归并 （http://help.prod-incites.com/

inCites2Live/8300-T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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